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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专题

对外投资合作与中国式现代化
的发展知识扩散*

＊

陈兆源 李晨阳

内容提要: 中国式现代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对外

投资合作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同时还反映并扩散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发展知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启动或推动其现代化进程。中

国政府依靠与企业和银行的紧密协调，超越政府与市场简单对立思

维，通过发起并实施任务导向型投资而成为市场的重要创造者，推

动了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本土政商关系亦塑造了中国对外投资

合作的特质，使中国企业总体上体现出不同于西方传统资本的竞争

优势，即较长的时间视野和较高的风险容忍度。蕴含中国发展知识

的对外投资合作有望满足东道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家能力建设两

方面的需求，从而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对中国企业参与巴

西电力行业投资的案例考察基本印证了上述理论观点。本文侧重从
“走出去”而非“引进来”的角度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对外开放

议题，基于中国本土政商关系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以对

外投资合作为载体构建了一个跨国政商互动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意义和世界意义，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世界现

代化的理论机制和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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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正确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不断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以此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的发展空间。① 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首

次提出，各国应当携起手来，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

代化。中国追求的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

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② 然而，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世界现代化

都不是自然到来的，需要欠发达国家在特定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有意识地改

造经济技术和学习世界先进科技，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从而主动追赶先进

工业国并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③ 拉美国家在第三世界中较早获得独立，

也较早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被认为是现代化的 “实

验室”。④ 在拉美的现代化道路上，外国资本因其重要性和争议性而备受关

注。⑤ 除资本等物质因素外，包括拉美在内的发展中世界还需要发展知识作为

智力支持。发展知识是重要的发展资源，促进全球发展知识分享亦是全球发

展倡议合作的重要方面。⑥ 基于中国实践提炼的发展知识既有助于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鉴于此，本文旨在

讨论的总体问题是: 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如何在满足发展中国家资金需求的同

时反映并扩散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以及上述过程如何助力发展中国

家启动或推动其现代化进程。

当前这轮现代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故对外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的

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但对外开放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

甚至可能因过度依赖外部资本和市场而在世界体系中被锁定在与发达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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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边缘”结构中。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资本

“走出去”正变得愈发重要，引起国际学界和政策界广泛关注。② 中国总体按

照“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鼓励和支持有实力、信誉

好、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稳妥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以中国对拉美

的投资合作为例，中国 2022 年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5961. 5 亿美元，占中

国对外投资总存量的 21. 6%，是 2012 年存量的近 9 倍。③ 2012—2022 年间，

中国在拉美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年均达 120. 4 亿美元。④ 拉美已成为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伙伴。⑤ 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合

作十分重视公共部门，在可再生能源投资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⑥ 事实上，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努力推动并引领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⑦ 中国

资本“走出去”的同时也伴随着中国发展知识的扩散，由此提升中国式现代

化的世界影响力并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的意义。

既有研究已注意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对外开放议题，不过仍在两方面存

在可拓展的空间。⑧ 一方面，绝大多数相关讨论仍侧重于 “引进来”角度，

缺乏从中国 “走出去”实践出发的专门讨论。另一方面，也更为关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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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与对外开放时，既有研究没有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

代化 (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 的互动进行足够的理论探讨。为此，本文

可能的贡献体现在: 一是从对外投资合作这一 “走出去”角度出发讨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对外开放议题; 二是从中国本土政商关系出发提炼中

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构建了一个以对外投资合作为载体的分析框架，用

于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互动。在总体问题之下，本文将着重分

析前后关联的三方面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发展知识、中国式现代化

的发展知识如何塑造了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以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

特质如何有助于满足发展中东道国实现现代化的需求。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对中国企业参与巴西电力行业投资的案例考察，本文聚焦对外投资合作

这一具体视角，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意义和世界意义，以及中国式现

代化推动世界现代化的理论机制和有效路径。

一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发展知识: 以政商关系为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的发展知识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化，中国本

土政商关系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视角。从政商关系的角度看，中

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知识便是政府可以依靠与企

业部门和银行部门的紧密协调，超越政府与市场的对立思维，成为市场的重

要创造者。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往往倾向于认为政府 ( 国家) 和市场之间存在某种

程度的对立关系，故其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需要做的仅是通过提供公共

物品和公共服务来修复市场失灵。① 这种观点简单化了政府 ( 国家) 和市场

的关系，实际上，历史和现实中政府所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修复市场失灵。早

在 20 世纪中期，波兰尼在研究现代自由市场的演化进程时就发现 “通往自由

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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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MIT Press，1988，pp. 1 － 15。由此，经济学也产生了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公共经济学，

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公共经济学分析的起点就是现实中存在的诸多市场失灵现象，以

达到“帮助、支持、补充、修正或理顺市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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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增长”①。也就是说，自由市场的形成这件事情本身就离不开国家的作用。

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而言，政府作为市场创造者这一角色与作为市

场修复者的角色同样值得关注。马祖卡托认为，政府修复市场失灵所描述的

其实是政府在现有的稳定状态下给市场上已经存在的轨迹打补丁②，但从本质

上来讲，发展更多的是对现有轨迹的变革，比如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

国，而不仅仅是在满足现状条件下对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借用熊彼特的经典

表述，发展不是因循守旧的 “循环流转”，而是意味着 “新组合”的出现，

“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③。如果这

里用不同方式“做新的事情”的行动主体是政府，那么政府的作用就不仅仅

是克服原有市场中的市场失灵，而是在创造新的市场。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政府创造市场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主导发动任务导

向型投资 ( mission － oriented investment) 。④ 作为一种经济联系，市场自身没

有方向，也无法自发实现发展所需要的结构性变化⑤，为了实现这些变化所做

的投资可以视为任务导向型投资，需要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来主导并组织，在

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这种组织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国家来参与甚至引领。

此时，国家不应该只是维持经济平衡以及提供公共物品，还应该促进可投资

资源的增加以及建立将可投资资源转换为生产性投资的机制。国家需要综合

运用激励、控制和风险分散机制等政策手段，去引导或者治理资源配置的市

场过程，从而产生不同于自由市场条件下的生产与投资结果。⑥

不过，若希望通过实施任务导向型投资创造新的市场，政府不能光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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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还得有能力将其落地实现。① 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将对具体行业领域

的投资意愿转化为可以实际落地的投资能力可以被视为国家能力的组成部

分。② 现有文献早已关注到国家能力不仅体现在宏观整体层面，同时也体现在

产业层面，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是工业行政。根据宋磊等的总结，工业

行政这一主题对理解发展型国家和产业政策相关的政府作用机制非常重要，

对中国而言尤为关键。③ 在已有研究中，路风和蔡莹莹明确提出国家建设需要

包含政府的工业行政能力，并将之定义为 “政府能够通过规划、政策等手段

直接影响工业发展方向和企业行为的能力”，也就是说，工业发展不仅取决于

企业的能力，也取决于政府的能力。④ 封凯栋等从产业政策过程的角度，将国

家针对特定工业实施政策并实现目标的能力分为三个层次: 对工业产业的理

解能力、政策的制定能力和政策的执行能力。⑤ 上述研究均对本文从产业层面

关注国家能力提供了重要启发，相比之下，本文所讲的任务导向型投资能力

聚焦于投资活动这一类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的具体活动。一个国家发起任务导

向型投资的能力越强，越有可能在任务目标的方向上完成投资活动。正如马

祖卡托研究任务导向型投资时所说，国家希望通过创造技术、产业部门和市

场来推动经济转型，前提是要有进行长远思考的才智和推动进取性政策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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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 8。在讨论国家能力

时，有的研究将其放在经济现代化的情境下，着力考察了国家助力经济发展的能力。参见 ［美］ 戴维·
瓦尔德纳著，刘娟凤、包刚升译: 《国家构建与后发展》，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年; ［美］ 阿图尔·科利著，朱天飚等译: 《国家引导的发展: 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年。
宋磊: 《工业行政能力: 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主题》，载《公共行政评论》，2019 年第 1 期，

第 1 － 4 页; 宋磊、孙晓冬: 《中国工业行政研究析论》，载《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2 年第 3 期，

第 138 － 150 页。
路风、蔡莹莹: 《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挑战政府能力———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看中国 TFT －

LCD 工业的发展》，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 年第 5 期，第 42 页。
封凯栋、姜子莹、赵亭亭: 《国家工业理解能力: 基于中国铁路机车与汽车产业的比较研

究》，载《社会学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92 页; 姜子莹、封凯栋: 《经济发展变迁中的国家工业理

解能力》，载《学术研究》，2022 年第 6 期，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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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① 晚近亦有研究从 “创造市场的国家”视角看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高

铁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②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56 项工程”到 “两弹一

艇一星”，从“南水北调”“西电东送” “西气东输”到 “东数西算”，可以

看到不同层次和行业中很多任务导向型投资活动，而且很多投资活动都已经

成功落地。③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为何中国政府有这样的能力，得以成功发动许多任务

导向型投资来创造市场? 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很多，此处想要强调的观点

是: 紧密协调的政商关系是政府拥有这种能力的重要政治基础。本文所说

“政商关系”中的“政”自然是指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而 “商”则不

仅仅是指代表实体经济的企业④，还包括代表金融经济的银行⑤。所以更具体

地说，中国的政商关系其实包含 “政府—企业关系”和 “政府—银行关系”

两个方面。⑥ 从比较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无论是政府—企业关系还是政府—银

行关系，本质都是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关系。⑦ 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组权力关系

相比于计划经济时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权力关系结构在激发经济活力

的同时，依然通过以下特征保留了国家在必要时直接协调企业与银行参与经

济活动的能力。

一方面是政府—企业关系。中国的关键资源继续维持公有制，且关键行

业仍由国有企业主导。中国政府不仅仅提供公共服务，同时也作为国家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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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Mariana Mazzucato，“From Market Fixing to Market － crea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Innovation
Policy”，in Industry and Innovation，Vol. 23，No. 2，2016，pp. 150 － 151.

Karl Yan，“Market Creating States: Ｒethinking China’s High － Speed Ｒail Development”，in 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 30，No. 4，2023，pp. 1220 － 1237.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在推动任务导向型投资方面非常出色，但这种能力并非中国独有，

其他国家也存在开展任务导向型投资活动的案例。相关案例可参见 Douglas K. Ｒ. Ｒobinson and Mariana
Mazzucato，“The Evolution of Mission － oriented Policies: Exploring Changing Market Creating Policies in the
US and European Space Sector”，in Ｒesearch Policy，Vol. 48，No. 4，2019，pp. 936 － 948。

企业在本研究中被采取狭义的理解，主要指非金融企业，不包括金融机构。
此处所指的银行亦包括中央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在讨论政商关系时，既有研究通常侧重政府与实体企业的关系，将政府与实体企业、政府与

金融机构的关系同时作为考察对象并讨论“政府—企业”和“政府—银行”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仍然

不足。事实上，在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与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关系相当重要。相关

讨论参见 Chalmers A.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 －
197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Jung En Woo，Ｒace to the Swift: State and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

关于制 度 化 对 现 代 化 的 重 要 性，可 参 见 Samuel P.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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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来维持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公有制。① 因此，人们平时俗称的地方政府

“卖地”并不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是使用权的转让。同时，尽管如今民营

企业的发展繁荣程度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也早已成为外

资企业重要的直接投资目的地和市场，但是中国仍然存在规模庞大的国有企

业部门，国有企业在军工、能源电力、交通等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

的诸多关键行业或战略性行业维持着主导地位。通过对基础设施和重大技术

项目的投资，中国政府拥有可以直接介入实体经济活动的能力②，这有利于国

家根据任务目标协调企业开展投资活动，将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需要变成指

向特定任务的投资需求。

另一方面是政府—银行关系。现实中，投资计划并不总是完全依靠自有

资金支持，因此任务导向型投资的融资活动会受到政府—银行关系的影响。

中国的银行可大致分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以及政策性银行三部分。与一些

西方国家所谓的“独立”中央银行不同，我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是

中央政府的组成部门，而非独立于政府。③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领

域的自主决策权限也有着明确的限制: 涉及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的决定，需要由国务院批准之后执行; 除此之外，

有关货币政策事项可以自行决定后执行，但也须报国务院备案。④ 在这种政

府—银行关系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相对更为容易，结构性货币政

策 ( 如抵押补充贷款等) 也可更好地服务于任务导向型投资。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商业银行中原先四大国有独资专业银行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不过，

无论是银行机构数量的增加还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都没有

改变国家对商业银行系统的主导作用。⑤ 可见，中国的商业银行并不是一些西

方教科书中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资产负债表管理的金融机构，而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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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宪法中规定，城市土地均属国有，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除了法律

规定归属集体所有的情况之外，所有的自然资源也均为国有。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年。
路风: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 期，第 59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

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北京: 中国

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

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开展贷款业务。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融工作文献选

编》，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年，第 5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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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年后的 2018 年，图兹对全球金融

危机进行总结时认为，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中国成功实现

了大规模政府支出和大幅宽松货币政策的结合，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

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不但可以影响许多工业企业，中央银行还可以直

接影响银行部门的信贷发放。① 中国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出现于 1993 年金融体

制改革之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

性银行的成立在原来专业银行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

银行两个部分，政策性银行的发展也促使开发性金融在中国不断发展完善。②

开发性金融是一种实现政府目标的金融形式，“政府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

市场出口”是开发性金融的重要运行机制。③ 卡普兰在研究中国的海外开发性

融资时，将中国政策性银行的目标概括为不同于 “利润最大化”的 “市场最

大化”，即帮助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创造新的海外市场。④ 其实，这一结论

也完全适用于中国国内。对于任务导向型投资而言，政策性银行有利于扩大

其中长期资金来源。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并非仅仅包括对政府 “应该”创造市场的理论

认识，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了政府 “应该如何”通过塑造政商关

系来创造市场的发展知识。概括而言，在政府创造市场的过程中需要紧密协

调的政商关系服务于国家现代化。中国政商关系与任务导向型投资的关系可

大致总结如图 1。紧密协调的政府—企业关系有助于创造投资需求，紧密协调

的政府—银行关系则有助于为投资活动提供融资支持，两类关系共同促进了

任务导向型投资的实现。相较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念中的应然特征，这一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生成并得到实践检验的本土政商关系更有助于实现政府、

企业和银行之间的良性互动。得益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发展知识，中国的

本土政商关系不仅促进了国内的持续高投资，也塑造了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

投资合作时不同于传统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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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英］ 亚当·图兹著，伍秋玉译: 《崩盘: 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上海: 上海三联书

店，2021 年，第 270 － 271 页。
吴雨珊著: 《开发性金融创世记》，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8 年。
陈元: 《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 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载《管理世界》，2004 年第

7 期，第 1 － 5 页; 陈元: 《开发性金融与中国城市化发展》，载《经济研究》，2010 年第 7 期，第 4 －
14 页。

Stephen B. Kaplan，Globalizing Patient Capit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nance in the
America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pp. 63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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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政商关系与任务导向型投资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 以对外投资合作为载体

一国的政商关系不仅对该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会深

刻地影响到该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实践。在早期研究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

投资活动时，海默曾颇为正确地指出，企业在海外市场投资是具有先天劣势

的，如果能够进行海外投资，那么一定具备某种优势可以克服这些劣势，支

持企业“走出去”开展竞争。① 作为新新贸易理论 ( New － New Trade Theory)

的代表性成果，梅利茨及其合作者构建的企业异质性模型则论述了生产率高

的企业更倾向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② 作为对上述经典理论的一种推论，可以

说企业之所以能够参与对外投资合作，是其将源自本土政商关系的竞争优势

进行国际拓展的结果。

由此以来，对外投资合作便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知识扩散的有力载

体，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图 2 所

示，基于中国本土政商关系提炼的发展知识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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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tephen Herbert Hymer，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76，p. 52.

Marc J. Melitz，“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Ｒe－Allocation and Aggregat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in Econometrica， Vol. 71， No. 6， 2003， pp. 1695 － 1725; Elhanan Helpman， et al.，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in 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Vol. 94，No. 1，2004，

pp. 300 －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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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一政商关系所形成的竞争优势还反映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

中。进一步地，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体现并扩散了相应的发展知识，

通过满足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能力建设需求来助力东道国实现现代化。

鉴于本文上一部分已从政商关系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此

处将重点讨论本土政商关系 ( 具体而言即政府—企业关系和政府—银行关系)

如何塑造了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竞争优势，并在此过程中通过发展知识的扩

散来助力东道国实现现代化。

图 2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

无论是国家竞争优势还是企业竞争优势，都需建立在一定差异化战略的

基础上。① 换言之，对中国 “走出去”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解离不开对其行为

特质的观察。在对外投资合作中，当前中国投资者相较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

传统投资者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更长的时间视野，二是更高

的风险容忍度。② 中国投资者之所以具备这些竞争优势，与中国本土的政商关

系密不可分。

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拥有较长的时间视野。时间视野是

刻画行为体特征的重要维度之一，反映了不同行为体对于应从多长期限的范

围内看待利益和绩效的主观认知和客观约束，从而影响行为体的战略选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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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Michael Porter，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New York:

Free Press，1980.
当然，七国集团投资者和中国投资者内部亦存在差异，此处仅是就平均而言。
陈兆源: 《时间范围与国际投资合作中的耐心资本》，载《世界政治研究》，2023 年第 1 辑，

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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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出去”企业更长的时间视野呼应了国际发展合作研究对中国 “耐心

资本”的讨论。在林毅夫等学者看来，耐心资本是投资于一种 “关系”的资

本，其提供者愿意看到接受者在未来获得发展，从而获得可观的回报。① 耐心

资本意味着投资者在投资决策阶段便打算进行较长期限的投资，且在投资经

营阶段不强求短期财务回报，并在面对不利条件时谨慎地动用其 “退出权”。

这与中国大量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的事实相一致。

中国企业之所以拥有较长的时间视野，是源于中国本土的政商关系。从政府

—企业关系来看，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尤其是在承包工程领域的重要

地位，赋予了中资相较于西方私人资本更长期的视野。② 卡普兰在讨论中国在

拉美的投资时指出，私人企业大多必须保持短期的盈利能力以安抚公司董事

会，而中资更长的时间视野意味着不追求短期利润而期待长期回报。③ 李静君

同样强调了海外中资的国有主导，认为中国企业对经济利益和政治 ( 安全)

利益的并重使得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时更注重 “生产导向”，而不那么易

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故更具长期视野和稳定性。④ 从政府—银行关系来看，中

国的许多对外投资合作项目与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发展型融资

配套，而这些贷款通常拥有较长的偿还年限。债务国对中国的负债总额中，

长期债务占比高达 96%，为所有债权人中最高。⑤ 在开发性金融的支持下，

中资在海外中长期项目投资中具备更强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拥有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在与发

达国家企业进行比较时，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风险偏好

明显不同。有多项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对东道国的政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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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Justin Yifu Lin and Yan Wang，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atient Capital 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in Journal of Infrastructure，Policy and Development，Vol. 1，No. 1，2017，p. 11.

需要注意的是，出于对政府—企业关系的讨论，此处侧重国有企业在对外承包工程领域所发

挥的作用。事实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存在相互配合，这在中国本土的基础设施

投资中其实亦有所反映，参见张军、高远、傅勇、张弘: 《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载

《经济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4 － 19 页。
Stephen B. Kaplan，Globalizing Patient Capit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nance in the

America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
Ching Kwan Lee，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
熊婉婷、张家诚、孙靓莹: 《生产性债务: 中国海外主权贷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载

《世界经济》，2023 年第 9 期，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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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不太敏感。①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许多所谓高风险地区还有不少建设中或

运营中的承包工程项目。较高风险容忍度的另一体现是，部分中国企业将经

济逆周期视为扩大业务的机会，与西方投资者在逆周期时往往选择减少投资

甚至撤资形成对比。中国企业之所以拥有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同样与中国本

土的政商关系密不可分。从政府—企业关系看，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

通常能够容忍并克服更大的风险。国有企业部分承担着国家的发展政策，并

在中国与其他国家通过政府间协议推动的标志性投资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了帮助国有企业打破壁垒，防范可能的政治和安全挑战，母国政府更有激

励运用手中的资源来帮助企业应对东道国投资环境中的各类风险因素。尤其

是在资产专用性高且投资周期较长的领域，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对投资项目的

成功实施和运营更为关键。从政府—银行关系来看，中国较低的融资成本为

特定企业的对外投资合作提供了应对风险的融资支持。在开发性金融模式下，

政府与银行合力促进了对基础设施等长周期、高风险项目的融资支持: 一方

面通过政府积极参与弥补了公共产品提供中的市场缺陷，另一方面通过强调

项目运营业绩培育了市场机制。此外，对中国的银行贷款发放的研究发现，

在信贷市场上国有企业更易获得较大额度和较长期限的贷款。② 这一特点虽然

提高了特定企业软预算约束的可能性，但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中国投资者应对

投资风险的能力。

既然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和竞争优势反映了中国本土的政商关系，

那么中国企业在参与对外投资合作的过程中也几乎必然伴随着相关发展知识

的扩散。概括而言，蕴含中国发展知识的对外投资合作主要通过满足东道国

两方面的需求来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一是通过基础设施等长期投资

带动东道国经济增长。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的 “华盛顿共识”下，欠发达国家

难以利用发达国家的私营资本进行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由此阻碍了发

展中国家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并且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在

中国发展知识的推动下，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应在基础

—03—

①

②

王永钦、杜巨澜、王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税负和资源禀

赋》，载《经济研究》，2014 年第 12 期，第 126 － 142 页; Peter J. Buckley，et al.，“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Vol. 38，No. 4，

2007，pp. 499 － 518; Ivar Kolstad and Arne Wiig，“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in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 47，No. 1，2012，pp. 26 － 34.

刘小鲁、聂辉华: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怎么混? 混得怎么样?》，人大国发院年度研究报

告，2015 年 10 月，总第 6 期，第 25 －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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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投资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观点被广泛接受，而中国投资者在满足东道国

这一需求时无疑具有明显优势。① 二是通过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加强

东道国的国家能力建设。中国投资者在 “走出去”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将其

在本国熟悉的治理模式带到海外市场，而有效政府无疑是中国发展知识的重

要组成部分。斯洛博丹指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策略之一便是为了促进全球

化而削弱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对其经济的权威。② 不同于此，中国投资者希望发

展中东道国可以更多地通过提升国家权力来解决问题，并且其较长的时间视

野和较高的风险容忍度有利于提升东道国政府的议价权力，使其在更长的时

间尺度上、更大的操作空间中规划和发展国家能力，从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

现代化进程。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需求是多维度的，此处之所以重点关注基础设施投

资与国家能力建设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现代化是需要长时间

投入资源的过程，而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家能力建设分别意味着一个国家在经

济发展和政治发展领域的长期资源投入。③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与国家能

力建设之间存在相互加强、彼此促进效应。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可以在范围

和程度上增强国家嵌入社会的能力，而国家能力的提升反过来亦有助于基础

设施投资的高质量、可持续进行。故观察对外投资合作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

施与国家能力方面的影响是富有意义的。

三 基于中国企业投资巴西电力行业的考察

在本土发展的基础上，拥有较长时间视野和较高风险容忍度的中国企业

成为中国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重要载体，也起到助力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

作用，特别是投资于本就需要较长时间视野和较高风险容忍度的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投资是一项重要任务。从

性质来看，基础设施是一种特殊的 “固定资本”。与很多机械与运输设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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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裴长洪、刘斌: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 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载《中国社会科

学》，2020 年第 2 期，第 63 页。
Quinn Slobodian，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
将国家能力建设作为国家行为体的“一项投资”的讨论，可参见陈兆源著: 《投资国家能力:

外国直接投资结构与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建设》，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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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基础设施在空间上是无法移动的①，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无法像进口很

多其他资本品那样通过货物贸易来解决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只能自己组织

力量来完成投资。基础设施行业既包含交通运输、邮政通信等方面的设施建

设与服务，也包含了为生产生活提供水、电、气等的公用事业行业。此处以

中国企业对巴西电力行业的投资合作为例来具体说明以对外投资为载体的中

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

巴西在电力基础设施方面有着较大潜在需求，这也为中国企业对巴西电

力行业开展投资提供了广阔合作空间。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债务问题及 90

年代之后的私有化改革等原因，整体上巴西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足。② 据研究

统计，1992—2013 年间，巴西基础设施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平均占比约

为 2. 2%，不仅远不及同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 ( 8. 6% ) 和印度 ( 4. 9% ) ，

也略低于基础设施已较为完善的美国 ( 2. 5% ) 和欧盟 ( 2. 5% ) ，甚至还达

不到拉美平均水准 ( 2. 4% ) 。③ 具体到电力领域，发电和输电基础设施建设

的滞后给巴西部分大型工业区域造成了断电困扰。④ 一方面，巴西需要进一步

加强投资电力部门，实现电力来源多元化，以满足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的需

求。⑤ 巴西是对水电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如图 3 所示，巴西发电量中水

电占比曾一度达到 90% 左右，如今虽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也远高于中国。巴西对水力发电过度依赖的问题在 2001—2002 年旱情期间充

分暴露。由于水库水位下降，发电资源不足，巴西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用电

配给政策，这也引发了巴西新一轮的电力行业改革。⑥ 另一方面，巴西还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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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Giovanni Arrighi，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07，p. 216

Edmund Amann，et al.，“Infrastructure and Its Ｒole in Brazil’s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Quarterly Ｒ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62， 2016， pp. 66 － 73; Celio Hiratuka，“Chin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Brazil: Two Case Studies”，in Enrique Dussel Peters，Ariel C. Armony，and Shoujun
Cui ( eds.) ，Building Development for a New Era: China’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2018，p. 127.

Celio Hiratuka，“Chin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Brazil: Two Case Studies”， in Enrique Dussel
Peters，Ariel C. Armony， and Shoujun Cui ( eds.) ， Building Development for a New Era: China’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2018，p. 128.

［美］ 维尔纳·贝尔著，罗飞飞译: 《巴西经济: 增长与发展》 ( 第七版) ，北京: 石油工业出

版社，2014 年，第 208 页。
Annabelle Mourougane and Mauro Pisu，“Promot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Brazil”，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No. 898，2011，p. 20.
［美］ 菲雷顿·P. 萧山西等著，王冬容等译: 《全球电力市场演进: 新模式、新挑战、新路

径》，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第 352 － 3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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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投资解决电网建设和电力输送问题。从地理上看，巴西的用电中心和水力

发电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离的，80% 的用电量在南部和东南部，而发电却

要依靠水力资源丰富的北部亚马孙河流域，从北部到东南部的电力输送跨度

超过了 2000 千米。① 所以，无论从电力开发还是电力输送角度来看，电力行

业投资对巴西均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中国企业依托自身竞争优势开展对外投

资合作创造了机遇。

图 3 中国和巴西水力发电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数 ( WDI) 数据库。https: / /databank. worldbank. org /.［2023 － 11 － 10］

中国企业在巴西的投资同时涉及电力开发和电力输送环节。在电力开发

方面，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2013 年成立三峡巴西公司，在短短几年已经发展成

为巴西第三大发电企业，截至 2020 年共拥有装机量超过 800 万千瓦的水电项

目 17 个和风电项目 11 个。② 鉴于中国企业海外发电项目受到的关注和讨论较

多，此处侧重于分析国家电网在巴西输配电领域的投资及影响。2010 年欧洲

债务危机背景下，在巴西拥有输电领域特许经营权的一家西班牙企业希望出

售部分资产，中国国家电网抓住这一机会进行并购，于 2010 年成立中国国家

电网巴西控股公司 ( 以下简称“国网巴控公司”) 。③ 2010 年和 2012 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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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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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电 网: 中 国 输 电 标 准 走 入 巴 西》。http: / / ysp. net. sasac. gov. cn /n2588025 /n2588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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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2021 年，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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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902 / index. html.［2023 － 11 － 10］
具体过程参见陈涛涛等著: 《中国企业投资拉美与“一带一路”倡议》，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22 年，第 149 －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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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两次收购了巴西 12 家输电特许权公司 100% 的股权，通过设立集控中心

等方式加强本土化经营，并且通过与当地企业合作积累了市场经验。①

国网巴控公司在巴西经营活动的一个代表性项目是参与巴西美丽山输电

项目建设。该项目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将电力从位于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美丽

山水电站 ( 巴西第二大水电站) 输送至用电负荷集中的巴西东南部，该项目

也是巴西历史上最大的输电项目。美丽山输电项目的建设共分两期完成，项

目一期工程为国网巴控公司和巴西电力公司旗下企业联合中标，建成后于

2017 年 12 月投入运营。2015 年该项目二期工程竞标时，巴西正面临经济危

机考验，之前和国网巴控公司合作投标的东道国企业也面临融资困难特别是

短期资金困境，于是国网巴控公司选择独立投标并成功中标。② 2019 年 10 月，

美丽山项目二期工程成功投入运营。美丽山输电项目为东道国巴西带来了显

著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首先，美丽山输电项目的建成通过 “北电南送”

改善了巴西的电力输送和用电条件。该项目作为世界上距离最长的 ± 800 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长超过 2500 千米，由南向北穿越巴西 5 个州、81 座

城市，可以将美丽山水电站提供的大约 3 /4 电能输送至巴西东南部，满足里

约热内卢、圣保罗等区域 2200 万人用电需求。③ 此外，国网巴控公司通过参

与项目建设还在客观上起到了创造市场的作用。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国网

巴控公司很好地实施了设备和人员的本地化，不仅可以为巴西本土的电工设

备和原材料等相关产业提供新的市场，还创造了 2. 5 万个就业岗位。④ 同时，

国网巴控公司将注重社会责任贯穿整个项目建设，既包括严格执行环保标准、

保护自然环境，还包括在卫生健康、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方面帮助改善当地

社区居民生活。⑤

根据已有研究总结巴西电力行业管理机构、国网巴控公司的合作企业以

及当地媒体报道对国网巴控公司的评价，可以认为国网巴控公司是一家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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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当地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化企业”①，是中国对巴西电力行业开展投资合

作的有力依托。那么，为何国网巴控公司能够承担这样的角色? 具体原因是

多方面的，企业自身的技术和工程经验积累、对市场机遇的把握以及合理的

经营策略等都很重要，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中国国内经济环境和政商关系给

国家电网持续成长和发展创造的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紧密协调的

政商关系让中国电力行业的任务导向型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国家电网的技术

能力和经营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这也是国网巴控公司参与巴西的任

务导向型投资竞争优势的国内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持续

推进，中国国内电力生产和供应方面的短板开始显现，对电力行业的发展也

提出新的挑战。1993 年左右，中国出现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过热。是年全国消

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幅达 14. 7%，已接近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高点，随后该

指数在 1994 年更是上涨 24. 1%。从产业基础的角度看，包括电力部门在内的

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发展的相对落后是导致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1993

年 6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 《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

指出: “由于工业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 ‘瓶颈’制约进

一步强化……电力、油品供需缺口越来越大，有的地方又出现 ‘停三开四’

现象。”② 虽然中国成功应对了这次经济过热，实现了经济 “软着陆”，但这

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电力行业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重要性。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电力行业与国内其他许多行业一样，归口于电力

部和各地电力局这一特定政府部门管理。改革开放之后，电力系统也在市场

化的大趋势下发生着变革。1997 年，新成立的国家电力公司承接了电力部的

企业管理职能，各地电力局则成为国家电力公司的下属公司。次年，电力部

在政府机构改革中被撤销。③ 2002 年，电力行业进行了被称为 “厂网分开”

的改革，原先的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五家发电企业、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

两家输配电企业和其他四家企业。这次改革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发电环节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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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环节由不同企业承担，五家发电企业和两家电网企业拥有 40% 的全国发

电容量。① 上述变化推动了国内电力行业实现政企分开，但没有打断政企协

作，也没有改变中国政商关系的基本特征。电力作为重要战略性行业，国有

企业仍在其中占据关键地位。紧密协调的政府—银行关系也让电力企业得到

低成本融资。国有发电公司可以利用国有银行信贷资金克服依靠地方政府、

外国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融资的局限。②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国内发电量快速上升。如图 4 所示，2000 年中国

年发电量仅 13556 亿千瓦时，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不到 9%，到国网巴控公司成

立的 2010 年，中 国 年 发 电 量 已 达 到 42071. 6 亿 千 瓦 时，几 乎 与 当 时 美 国

43942. 5 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相当，占世界的比重也提高到将近 20%。2022

年，中国年发电量增至 88487. 1 亿千瓦时，占比超过全球的三成，中国作为

世界第一大发电国的地位愈发稳固。发电量和用电需求的增加也给作为输配

电企业的国家电网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包括 “西电东送”这类国家主导

的大型工程让国家电网有机会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经营能力。一个最

直观的表现便是中国每年输配电过程中电力损耗占发电量的比重呈现持续降

低趋势，从 2000 年的 7% 左右降低到 2014 年的约 5. 5%。③ 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的高压和超高压输电技术不断发展，为特高压输电技术提供了积累基础，

客观上让国网巴控公司可以凭借世界领先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参与美丽山输电

项目建设。截至 2021 年 9 月，中国的运特高压线路已经达到 “14 交 18 直”，

其中“14 交 14 直”在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④

与此同时，中资金融机构也在促进中国和巴西的投资合作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目前，中国和巴西两国在改善后者融资条件方面有着多样化的合作形

式，包括金融机构在巴西设立分行或代表处、新开发银行及中拉产能合作基

金等。⑤ 以政策性银行为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从 2006 年起通过直贷、转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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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函、本外币融资等多种金融工具为包括国家电网在内的多家中资企业在巴

西投资提供支持，同时也与巴西企业深入开展合作。① 作为首个出具巴西雷亚

尔保函的中资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国家电网提供了信用背书，在降低

两国水电项目合作成本的同时也有助于国家电网从巴西当地获得商业性贷

款。② 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合作也与中国自身银行等金融机构的

支持密切相关。

图 4 中国发电量及占世界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 Energy Institute，“Statistical Ｒ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3”． https: / /www. energyinst.

org / statistical － review.［2023 － 11 － 10］

中国与巴西电力行业投资合作的案例表明，中国本土的政商关系作为中

国式现代化发展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影响。国家在本土为企业创造成长与发展机会，成长起来的企业则可以成

为中国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有利依托，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这样需要较长

时间视野和较高风险容忍度的行业领域。从政商关系跨国互动的视角看，

前一阶段是中国本土政商关系对发展知识的提炼，并借此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后一阶段则是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对发展知识的扩散，同

时企业也通过传播运用所习得的发展知识来助力巴西等发展中东道国的现

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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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总结与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

新机遇。① 其中，对外投资合作是连接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纽

带。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同时，中国对外投资合作还反映并扩散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从而助力发展中国家启动或推动其现代化进程。以

对外投资合作为载体，文中构建了一个跨国政商互动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全

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在此分析框架下，本文试图回答前后相连的三个问题。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什么样的发展知识。中国本土政商关系是提炼中国

式现代化发展知识的一个重要观察视角。中国政府依靠与企业部门和银行部

门的紧密协调，通过发起并实施任务导向型投资成为市场的重要创造者，推

动了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如何塑造了中国

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与优势。中国本土紧密协调的政商关系促进了国有企业

等各类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合作，并通过开发性金融提供相应支持，使中国企

业在对外投资合作中总体上表现出不同于西方传统资本的两方面竞争优势，

即较长的时间视野和较高的风险容忍度。三是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特质如何

有助于满足发展中东道国实现现代化的需求。蕴含中国发展知识的对外投资

合作满足了东道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家能力建设两方面的需求，从而助力

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

基于上述跨国政商互动的分析框架，本文对中国企业参与巴西电力行业

的投资合作进行了案例考察。巴西相对滞后的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制约了其经

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以国家电网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拥有先进的发电和输电

技术，并且有较长的投资时间视野和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参与了巴西多个

大型电网建设项目。在对巴西电力行业的投资合作中，中国企业不仅完成了

项目建设任务，还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获得巴西方面广泛认

可，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中国电力企业在对巴西的

投资合作中体现并扩散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助力巴西推动现代化建

设，实现了互利共赢。当然，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观点也可更广泛地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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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对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合作。

在上述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意义。就

理论启示而言，国际关系学者在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讨论时，应更加重

视国内和国际互动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

学相交的区域，并且该区域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放大。①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

发展知识超越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窠臼，体现了中国在现代化问

题上走向“话语自主”的理论建构。② 基于本土政商关系挖掘提炼的发展知

识同样能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解释变量和理论机制。就实践启示而言，

本文所讨论的发展知识扩散不同于某些国家对所谓 “善治”的强行推广。推

广“善治”往往被用作促进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工具，这也导致一些国家对

此的反弹。③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应避免这种情形，积极回应所在国

政府和当地社区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在对外投资合作中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

发展知识和治理经验，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其在引入外部资

源时的自主性与主导权。中国要继续强化并优化政府、企业、银行之间的协

调配合，进一步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高质量的对外投资合作，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 责任编辑 史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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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Zhao Kejin
Abstract: Modernization is a common task faced by all countries and societies in the
modern era. After the World War Ⅱ，some countries that adopted the Western paths and
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 did not achieve the expected goals， instead， they fell into
economic crisis， polarization， government corruption and social instabili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China has been actively engaged in exploring
its own path of modernizati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explained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sation in the report to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theory of China’s path to
modernisation adheres to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cro－
history，and is the product of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the profound enrichm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and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of world
civilisation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eory of modernis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sation proposes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that develop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Western political economy and Chinese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It enriches the theories of
modernisation of major countries，major parties and all mankind，marking a new leap in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sation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ringing about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 words: modernization，historical materialism，macro history，political econom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18 Outwar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Knowledge Diffus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en Zhaoyuan，Li Chenyang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sation follows a mutually beneficial opening － up
strategy. China’s outwar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not only provides financial resourc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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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also disseminates development knowledge on China’s
modernisation path，help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dvance their own modernisation
process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in close coordination with enterprises and banks，has
gone beyond a simple state－market dichotomy and become a significant market creator by
initiating mission － oriented investments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China’s domestic
modernisation. The character of China’s outwar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has also been
shaped by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 business relationship，which gives Chinese firm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ver traditional Western capital in general，namely a longer time
horizon and a higher tolerance for risk. It is expected that outwar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infused with Chinese development expertise，will meet the needs of host countries in terms
of both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state capacity building， thus help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ir modernisation efforts. The case study of Chinese companies’involvement
in the Brazilian power sector essentially confirms the above theoretical views. This paper
summarises the evolving knowledge of China’s modernisation path based on the domestic
state－ business relationship， and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opening － up in China’s
modernis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going out’rather than‘bringing in’． The study
provid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ransnational government－business interactions involving
outwar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and illustrate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modernisation path，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effective ways through which China’s modernisation path promotes global modernisation.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sation， outwar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knowledge，government － business relationship，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state capacity building

40 Latin America in the “New Development Triangle”: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State Capacity
Wang Peng
Abstra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New Development Triangle，this article attemp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Latin America over the last forty
years. Since the late 1970s， the region has undergone a political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o democracy. In the 1980s，there was an economic transition from an
inward－looking，state－led development pattern to an export－oriented one. On the basis of
this dual transition， 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have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consolidat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maintaining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and promoting
social inclusion. However，they are still far from overcoming major structural weaknesse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growth dynamics and a wid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Between 2014 and 2023，the region has experienced a decade of the slowest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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